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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利用2014年初对湖南省农民222份调查问卷，综合运用归纳总结和频数统计法，实证分析农民参与植物新品种的交易意愿与农民交易实施植物新品种的基本情况，对农民购买采用植物新品种的影响因子进行分析，为完善我国植物新品种权的交易市场，为企业和政府部门决策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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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vestigations of the willingness of farmers to participate in trading of New Varieties of Plant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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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222 questionnaires of farmers in hunan province at the beginning of 2014 ,integrated use of generalizations and frequency statistics,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willingness of farmers to participate in trading of new varieties of plants and the basic situation of farmers' trading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new plant varieties, analyzed the impact factor for farmers to buy new plant varieties, and provide a basis for the enterprise and the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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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所谓植物新品种是指经过人工培育的或者对发现的野生植物加以开发，具备新颖性、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并有适当的命名的植物新品种，完成育种的单位和个人对其授权的品种，享有排他的独占权，即拥有植物新品种权。植物新品种的交易是植物新品种应用于生产，转变为实际生产力的重要纽带，研究农户参与植物新品种交易的意愿和采用情况对促进植物新品种交易市场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关于植物新品种的研究还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对植物新品种交易的研究更为鲜少。关于植物新品种保护现状的研究，王敏、杨今胜、韩新生（2009）等对我国植物新品种的保护现状进行了探讨，分析了品种权保护存在的问题，并针对现存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1]。吴立增、刘伟平、黄秀娟（2005）对植物新品种保护对品种权人的经济效益影响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指出品种权人的收益和成本与保护水平成正比[2]。付丽洁、潘蓉、胡伟（2006）对中国农业植物品种保护状况进行了评析，重点讨论了植物品种保护与农民权利的问题，即如何在维护品种权人和农民利益之间确立平衡[3]；关于植物新品种许可实施问题的研究，张彩霞、陈会英（2013）对植物品种权许可实施的合同选择进行了分析，指出品种权人可以利用“入门费用+分期提成/阶段性支付”的许可费用模式规避许可风险[4]。林琼（2004）也对植物新品种权的实施许可与转让进行了探讨[5]；关于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研究，周衍平、王春艳、孙兆东（2009）分析了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变迁和运行现状 [6]。李小侠（2013）则从利益平衡视角对如何完善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进行了分析，指出应对植物新品种的权利对象、权利内容及权利限制等方面适度调整，创建适合我国需要的新品种保护制度[7]。孙炜琳，王瑞波（2009）对提高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运行效率进行了分析，发现植物新品种保护并没有发挥出预期的效果，探讨了影响其运行效率的障碍因素及原因，并给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8]。国外学者关于植物新品种的研究相对于中国起步较早，大量的国外文献围绕着植物新品种的保护展开了多角度研究。如Van Wijk J. and Ampjaffe W.(1995)通过对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调查，得出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在创新、拓展农业植物新品种范围方面的作用并不是很明显[9]。Butler and Marion(1996)也指出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在激励农业植物育种方面的作用有限[10]。而国外学者关于技术许可实施的丰富研究成果也为植物新品种权的许可实施研究奠定了基础，如Kamien and Tauman(1984)对技术许可费用方式进行了研究，指出对于消费者和创新者来说，固定费用优于提成费用许可[11]。Gallini and Winter（1990）则对技术许可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在技术许可交易过程中，技术产权所有者往往比被许可者拥有更多的私人信息，容易导致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12]。
综上所述，纵观国内外学者对植物新品种的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植物新品种的保护现状、植物新品种权的许可实施以及相关保护制度的完善等方面，缺乏对植物新品种最终使用者——农民这一微观主体对植物新品种交易意愿与交易实施情况的系统研究。植物新品种交易市场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农民对植物新品种的交易与采用意愿，这是植物新品种交易市场正常运行的前提条件[13]。因此，本文通过深入农村进行问卷调查和实地访问，从微观层面分析了农民参与植物新品种交易的意愿与交易实施情况，从农民购买采用植物新品种的角度考察植物新品种交易市场的运营与发展，为完善我国植物新品种交易市场提供依据。
2调查方法与数据样本基本情况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2014年1-3月对湖南省岳阳、长沙、娄底、株洲、湘西、张家界等地区农户所做的调查，利用调查人员寒假返乡时间对其所在家庭、亲戚、邻居或邻村的农户就农民参与植物新品种交易的意愿、农民对植物新品种的采用率以及农民在购买交易植物新品种时所考虑的因素等方面进行了直接调查与访谈，现场填写调查问卷。调查采取了问卷调查和实地访问相结合的方法，为了确保调查质量，经过实地考察后，最终确定在湖南岳阳、长沙以及娄底等地区进行问卷调查和实地访问。在问卷的发放、回收与数据处理方面，调查问卷采取随机抽样方法，共发放问卷240份，收回230份，经审核确认有效问卷222份，有效问卷回收率达92.50%。调查问卷代表性强，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222份有效问卷资料分布在湖南省的长沙、岳阳、娄底、湘西、株洲等地市的10个县（市、区）20个村，被调查农户的个人身份特征和经济特征如表1。由表可知，被调查农户以男性为主，占比65%以上；被调查农户以41-50岁的中青年居多，占比41%；被调查者的文化程度多为初中文化，占45%左右。由表1中被调查农户的个人经济特征可知，被调查者家庭收入水平虽然较以前有所增长但仍然相对较低且收入差距较大，高于6万元的仅占14.41%。农民的个人身份特征和经济特征与其参与植物新品种交易意愿与采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如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男性往往比女性的思维更为开明，更愿意接受新事物，在农户家庭中具有决策地位的如果为男性，其参与植物新品种的交易意愿往往愈强[14]；中青年经过岁月的沉淀和经验的积累，对植物新品种的预期效用有着更为敏锐的洞察力；农民的文化程度越高，对植物新品种的认知和接受能力越强；家庭年纯收入与农民参与植物新品种交易意愿也呈正相关，其收入水平愈高，购买采用植物新品种的经济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愈强。
表1：样本个人身份特征与经济特征
	类别
	选项
	频数
	比例(%)

	性别
	男
	150
	67.57

	
	女
	72
	32.43

	年龄
	≤30
	20
	9.00

	
	31-40
	37
	16.67

	
	41-50
	91
	41.00

	
	51-60
	51
	22.97

	
	≥61
	23
	10.36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68
	30.63

	
	初中
	102
	45.95

	
	高中
	42
	18.92

	
	大专及以上
	10
	4.50

	家庭年纯收入（万元）
	2万元以下
	61
	27.48

	
	2万元—4万元
	94
	42.34

	
	4万元—6万元
	35
	15.77

	
	6万元以上
	32
	14.41


数据来源：根据调查问卷整理
3调查结果分析
3.1植物新品种交易意愿情况
1、农民对植物新品种的认知程度。作为植物新品种交易市场的重要参与主体，农民最关心的是采用植物新品种对其切身利益的变化情况，并以此来判断是否采用新品种的决策，因此，农民对植物新品种的认知和了解便成为其是否愿意交易实施植物新品种的前提和基础。从问卷调查与实地访问的结果来看（表2），农民对农业植物新品种的认知度相对较低，比较了解及很了解的仅占比19.37%。主要原因在于农业植物新品种研发周期一般较长，其推广的行政体系链条较长，无法短期内将植物新品种的性能宣传推广到基层；湖南省对农业植物新品种的宣传力度不够；农民文化素质相对较低，对农业植物新品种的接受能力较弱等。

 2、农民了解植物新品种的来源渠道。对“您是通过哪种途径与方式了解植物新品种”的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的被调查农户是通过零售店推广（41.44%）与朋友介绍（31.99%）获取相关信息，说明零售店和亲朋好友对农业植物新品种的推广和介绍是农民了解植物新品种的主要途径，企业的宣传、相关机构的推广以及网络媒体等并没有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宣传推广作用，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对植物新品种的认知度。

表2：农民对植物新品种的认知与了解渠道情况

	类别
	选项
	频数
	比例 (%)

	对植物新品种的认知情况
	很了解
	8
	3.60

	
	比较了解
	35
	15.77

	
	一般
	106
	47.75

	
	完全不了解
	73
	32.88

	了解植物新品种的途径
	企业宣传
	9
	4.05

	
	机构推广
	23
	10.36

	
	零售店推广
	92
	41.44

	
	朋友介绍
	71
	31.99

	
	网络电视
	27
	12.16

	是否愿意购买植物新品种
	是
	193
	86.94

	
	否
	29
	13.06


数据来源：根据调查问卷整理
3、农民参与植物新品种交易意愿。农业植物新品种是农业高新技术的一种载体，是强化农业科技支撑作用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近年来湖南省政府对农业科技创新的重视，逐步强化农业新技术、新品种对现代农业的支撑和引领作用，农业植物新品种的研发数量快速增长，为农民的选择提供了较大的空间，调查分析农民购买植物新品种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有助于准确把握农民对农业植物新品种的需求，为新品种的研制方向和推广提供决策依据。农民对植物新品种购买意愿的调查结果如表2所示，愿意购买新品种的被调查者达86.94%，说明大多数农民的科技意识较强，愿意尝试购买新品种。
3.2植物新品种交易实施行为情况

1、农民交易实施植物新品种的渠道。由农民交易农业植物新品种媒介的调查结果（如表4）可知，各地区的专业经营机构（如种子机构）是农民交易植物新品种的主要渠道，占比52.70%，说明政府机构在对农业植物新品种的推广销售中发挥了一定的引领作用；其次是零售店，占37.84，也是比较重要的渠道之一。这也从另一个层面上反映了货郎担、自留以及其他的交易渠道没有充分发挥其推广销售的作用，有待加强。
表3：农民交易实施植物新品种情况
	类别
	选项
	频数
	比例 (%)

	交易实施植物新品种的渠道（多选）
	官方经营机构
	117
	52.70

	
	货郎担
	17
	7.66

	
	零售店
	84
	37.84

	
	自留
	25
	11.26

	
	其他
	13
	5.86

	交易实施植物新品种所考虑的因素（多选）
	品牌
	16
	7.21


	
	价格
	91
	41.00

	
	质量与适应性
	60
	27.03

	
	预期收益
	118
	53.15

	
	其他
	9
	4.05

	不愿意交易实施植物新品种的原因（多选）
	风险大
	19
	65.52

	
	价格贵
	17
	58.62

	
	信誉不好
	8
	27.59

	
	其他
	5
	17.24

	植物新品种交易实施的支付方式
	分期支付
	28
	12.61

	
	一次性支付
	171
	77.03

	
	其他方式
	23
	10.36


数据来源：根据调查问卷整理
2、农民交易实施植物新品种所考虑的因素。对农民购买新品种主要考虑因素的调查结果如表3所示，农民购买植物新品种时多数考虑的是预期收益和价格因素，其中，预期收益占53.15%，预期收益高意味着农民的收入高，农民生活水平也会随之提高，农民也是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是理所当然；价格因素占41.00%，比预期收益占比略低，但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目前，湖南省贫富差距还很大，中等收入阶层相对弱小，大量农民还处于“金字塔”的底部，如调查结果（表1）所示，被调查者家庭收入高于6万元的仅占14.41%，收入水平虽有所增长但仍相对较低且收入差距较大，农民购买采用新品种的经济能力有限导致农民对新品种的预期收益和价格因素非常敏感。
3、农民不愿意交易实施植物新品种的原因。对29位被调查农民不愿意购买采用农业植物新品种原因的调查结果如表3所示，农业植物新品种的风险性是导致农民不愿购买采用新品种的主要影响因素，占65.52%；其次，农业植物新品种的价格太贵是农民不愿购买采用新品种的另一个重要影响因子，占58.62%。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民传统思想观念根深蒂固，属于典型的风险规避者，对新品种大多持保留态度，同时，农民自身的经济实力比较薄弱，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民购买采用新品种的意愿。
4、植物新品种交易实施的支付方式。由对农民交易植物新品种时所采用支付方式的调查（表4）可知，农民在交易新品种时采用的最主要的支付方式仍然是传统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一次性支付方式，占77.03，而在交易新品种时最能保障农民利益的分期支付方式仅占12.61%。这一调查结果与农民文化素质普遍偏低（如调查结果（表1）所示，被调查者中文化程度为高中及以上的仅占23.42%），不知道应采取何种方式保障自身利益密切相关，多数农民的思维都固定在简单传统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支付方式里，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民对支付方式的选择。
3.3农民交易实施植物新品种（以种子为例）情况
1、农民是否购买过假种子。表4的调查结果显示，54.95%的被调查者偶尔购买过假冒伪劣种子，曾买过假冒伪劣种子的被调查者合计达60.36%。这反映了湖南省种子市场秩序混乱，农业植物新品种鱼目混珠的现象十分常见，地方政府对假冒伪劣种子的经销行为打击力度不够，而种子是农业中最基本的不可替代的生产资料，是农业科技成果的物质载体，种子的优劣直接关系到农业的健康发展和农民的切身利益，严重影响着农民的收入水平。因此必须加强对种子市场的监管力度，杜绝假冒伪劣种子。
表4：农民采用植物新品种（以种子为例）情况

	类别
	选项
	频数
	比例 (%)

	是否购买过假冒伪劣种子
	经常
	12
	5.41

	
	偶尔
	122
	54.95

	
	没有
	88
	39.64

	假冒伪劣种子的来源（多选）
	种子站
	24
	10.81

	
	货郎担
	82
	36.94

	
	零售店
	60
	27.03

	
	其他
	65
	29.28

	购买假冒伪劣种子后的维权
	和解
	55
	41.04

	
	自认倒霉
	79
	58.96

	
	法律途径
	0
	0.00


数据来源：根据调查问卷整理
2、农民购买假冒伪劣种子的来源。由对农民购买假冒伪劣种子来源的调查（表4）可知，农民购买的假冒伪劣种子主要来源于货郎担，占36.94%，其次为零售店，占27.03%。这一调查结果与近年来湖南省种业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优良品种的市场价值快速提升，种子市场上套牌侵权、制假售假现象呈上升趋势，而政府及相关部门对消费者的保护没有落实到位，对种子销售渠道的管理不完善等密切相关。此外，湖南目前实际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文化程度不高和老龄化，鉴别种子优劣、真假的能力有限，多数农民为求方便，更倾向于在货郎担及零售店购买种子，而不是正规的种子机构，这些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农民买到假冒伪劣品的可能性。 

3、农民购买假冒伪劣种子后的维权。由对购买过假冒伪劣种子的农民在购买假种过后维权的调查（如表4）可知，过半以上的农民在购买假种后选择了自认倒霉，其次是和解，占比41.04%，而选择利用法律途径来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几乎为零。农民权益受到损害时，由于维权意识薄弱、维权手段不足、维权成本较高等原因，多数农民采取的是能忍则忍或自认倒霉的态度，最多也是跑去和店家理论最后达成和解，很少有人真正的利用法律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因此，有必要提高农民的维权意识、降低农民的维权成本等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打击假冒伪劣。
4结论与政策建议
综合222份调查问卷与访谈结果，可以得出目前湖南省农民对参与植物新品种交易意愿与实施情况的基本结论：①从农民交易植物新品种的意愿来看，目前，湖南省农民对植物新品种的关注度和认知度明显偏低，直接影响了农民参与植物新品种交易的意愿；农民了解植物新品种的主要途径是零售店的推广和朋友的介绍，企业的宣传、相关机构的推广以及网络媒体等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宣传推广作用；随着农民科技意识的逐渐增强，多数农民愿意尝试购买植物新品种。②从农民交易实施植物新品种的行为来看，政府机构在农业植物新品种的推广销售体系中发挥了引领作用，是主要的交易渠道，其次是零售店；大多数农民在交易实施植物新品种时较为关注其预期收益，其次是交易价格；农民属于典型的风险规避者使植物新品种存在的风险性成为农民交易实施新品种的主要制约因素。农民在交易实施植物新品种时所采用的主要支付方式是传统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一次性支付方式。③从农民交易实施植物新品种的情况来看，湖南省植物新品种交易市场秩序混乱，假冒伪劣现象十分常见，农民文化程度不高，鉴别品种优劣、真假的能力有限；过半被调查者曾购买过假冒伪劣品，但由于维权意识薄弱、维权手段不足、维权成本较高等，多数农民采取的是自认倒霉的态度，很少有人真正的利用法律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可以得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①加强对植物新品种的推广宣传，提高农民对植物新品种的认知度。充分发挥电视网络媒体、报纸杂志等大众传播媒介的作用，通过发放植物新品种宣传手册、贴公益广告、免费放送新品种宣传电影等，加强对植物新品种的宣传力度，提高农民对植物新品种的认知程度。②针对植物新品种在推广使用过程中存在风险性的特性，完善由政府、植物新品种出让方和受让方共同参与的农业政策性保险制度，帮助农民规避购买采用植物新品种的风险。③进一步强化政府机构在农业植物新品种推广销售体系中的引领作用，拓宽植物新品种的销售渠道，加大对农业良种的补贴力度和范围，提高农民交易实施植物新品种的积极性。④加强对农民的科技教育培训，提高农民对植物新品种的认知能力、接受能力以及对新品种质量优劣的辨别能力，降低农民采用植物新品种的成本，提高农民使用植物新品种的成功率。⑤加强对植物新品种交易市场的监管力度，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严厉打击假冒伪劣，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同时，加强相关法律知识的宣传教育，提高农民的维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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